“孤岛”秘密大撤离
——记《救亡日报》南迁广州始末

作者：曾冀
单位：中共广州市委老干部局

《救亡日报》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以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主张，介绍前线战况。其日发行量8000份，影响及于西南、华南各省与海外，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党的文化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该报1937年8月24日创刊于上海，1938年1月迁广州复刊，10月21日广州沦陷后停刊。
1939年1月迁桂林复刊，1941年皖南事变后停刊，1945年10月改名《建国日报》在上海复刊，12天后被迫停刊。短短数行文字，《救亡日报》之艰难支撑跃然纸上，本文综合众多真实史料，对《救亡日报》始终树牢保密意识、坚守保密工作纪律，最终成功从上海南迁广州始末作一追记。

国共“蜜月期”成立于“孤岛”

1937年，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一年，中华大地一片风雨飘摇。
7月7日，日寇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举国为之震惊。7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时间向全国发出了通电，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通电指出：“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号召：“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7月17日，蒋介石在《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中指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
7月28日，上海文化界500多人集会，宣告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下称“文救会”）正式成立。其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淞沪会战进入最惨烈的阶段，上海日渐成为一座“孤岛”。身处“孤岛”的上海“文救会”为了更深入地开展抗日宣传，决定筹办《救亡日报》。由国共两党共同出资并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代表共产党）、樊仲云（代表国民党）同为总编辑，并建立由巴金、金仲华、茅盾、柯灵、郭沫若、夏衍等30人组成的编委会。8月24日，《救亡日报》在沪问世，社址设于上海南京路（今南京东路）大陆商场六楼，从此战火纷飞中的中华大地上又竖起了一面坚定团结抗日的文化大旗。但《救亡日报》与生俱来抵御外敌与两党合办的身世注定了其更为艰难的生存之路。
貌合神离中“孤岛”大撤离

“孤岛”上的《救亡日报》在相关人士的精心运营下，日发行量不断增长，拥有了一批固定的读者，抗日救亡主张的影响日益增大。但随着淞沪战争持续告急，大批文化工作者和救亡青年都撤退到武汉和广州，《救亡日报》该何去何从？这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夏衍在《记〈救亡日报〉》一文中回忆了跟周恩来同志会面的情况：“我当时正打算留在那个当时被叫作孤岛的城市，可是总理给我的任务却是到广州去办报。他说：‘你的工作是办报和作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我在上海十年，主要是搞文艺和电影，对这两项新的任务，不自觉面有难色。总理笑了：‘你开始搞电影的时候，不也是外行吗？干着干着也就懂了，会了。’”
围绕《救亡日报》南迁的各项事宜也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了。首先是要商量哪些人到广州去的问题，虽然说广州作为千年商都，自有其繁华宜人之处，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广州还是一个气候湿热、人人说着“鸟语”的地方，要去到那里办报，大家心里都有些打鼓。但报纸要转移到广州去出版的决定一传开，几乎全报社的人都要求跟着一起去广州。但由于《救亡日报》缺乏经费，到广州能不能办得起来，还没有把握，所以最开始只定了夏衍、林林、周钢鸣、叶文津、彭启一等五六个人去广州。同时，夏衍向上海市“文救会”常务理事（也是国民党著名文化特务）潘公展征求意见，表示准备在上海沦陷后把报纸迁到广州去出版，潘公展没有发表意见，只说：“好吧，既然你们这样决定，那就这样办吧。”夏衍继续问：“今后的经费呢？”潘公展说：“现在上海市政府，连日常经费都发不出，我不能说出一个具体的办法。你们既然决定去广州，那就办起来再说。我可以要樊仲云、汪馥泉到广州去。”他继续往《救亡日报》队伍里“掺沙子”的意图昭然若揭。
在准备南迁的过程中，《救亡日报》除了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干涉外，还受到日寇敌探的监视和骚扰。《救亡日报》社址选在大陆商场。这个商场在当时是一个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地方，设有各种商行和投机买卖的交易所、朝鲜浪人开的牙医室。特别是那些朝鲜浪人，多半都和日本的领事馆、敌特机关有联系，专门从事收集情报的工作。这些家伙经常会扮作读者，去报社打听各种消息，有时候还会聚集在报社门外的走廊上，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有了解内情的同行好心提醒《救亡日报》的彭启一和周钢鸣：“当心有浪人盯你们的梢，他们绑架、暗杀，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彭启一和周钢鸣倒不担心自己，毕竟他们年轻力壮，但常在报社工作的阿英是女同志，郭沫若、田汉等人也经常来报社，尤其在报社准备南迁的关键时期，如果消息被泄露出去，不但前期所有的努力付之东流，还会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大伙一合计，要保证报社内部的消息不外泄，首先得拔掉报社周围的“钉子”，硬拔不行，容易打草惊蛇，所以只能迂回着来。怎么办？轮流派人专门负责监控报社周围的动静，一察觉到有不明身份人士靠近便提高音量，用事先商量好的暗语提醒社内同志注意防范，严防泄密；筑好了外部防线，自己内部也要确保过硬，所以夏衍还组织大家专门进行了保密教育。比如内部资料不能随便丢在废纸篓里，在外不要随意谈论工作，等等。为了不引起敌特分子警惕，还讨论出一套对付刺探的统一口径，做到内紧外松，既保守了秘密，又有利于报社在复杂的环境下开展工作。
11月12日，上海沦陷。当晚，夏衍愤怒地写下《失去了太阳的都市——上海》，谴责日军暴行。第二天，《救亡日报》刊出此文，报纸很快被人们抢购一空。可这时报社却收到消息，工部局将派人占领和查抄报社。此时，日军已全部占领北苏州河和南市一带，国民党军队已全部退却了。在这种情况下，在大陆商场社址继续出版已经不可能了。为防止特务破坏，夏衍带领众人认真整理好全部稿件，彭启一和周钢鸣等把报社存留的几大捆报纸连夜搬到金祖同家里的小灶批间。金祖同是一位对旧学颇有研究的进步青年，当时正向郭沫若学习甲骨文相关知识。这间小灶批间的面积总共只有七八平方米，几个人进去的话，连转身都很困难，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房间里，出版了在上海的最后一期《救亡日报》。
11月22日下午，在《救亡日报》沪版终刊号上，登载了郭沫若所写沪版终刊词：《我们失去的只是奴隶的镣铐》，预言“上海克服之日，就是本报和读者再见之时”。这个下午版还没来得及发行，就传闻日本侦探将前来搜查，此时小灶批间里还保存了大量用以送报的重要干部住址，如果落到日本人手里，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为了保证这些信息不泄密，彭启一、叶灵凤等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第一时间将干部住址等资料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还有几万份未来得及送出的报纸也全部塞到灶里烧掉了。

美丽南国再建文化堡垒

11月27日，郭沫若在公和祥码头搭乘了一条小划子，然后上了一艘法国邮船，途中还有日本飞机恶意在邮船上空盘旋恐吓，所有的乘客只能躲进船舱里，沉默地愤怒着。辗转到达香港后，郭沫若和林林等人又同路来到广州，先是住进了曾养甫（时任广州市市长兼财政厅厅长）部属李先生在“梅村”的小洋楼家中。小洋楼“小巧玲珑”，但郭沫若“不知怎的，在那样清净的别墅里，却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熟睡”。为了办报，郭沫若寻机见了曾养甫和吴铁城（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都碰了软钉子，吴铁城甚至表示广州的报纸实在太多了，应该取缔一下才行。郭沫若陷入深深的失望之中，该如何完成周恩来同志的嘱托呢？然而，意外得很，“在毫无希望的地方又钻出希望来”，一位前十九路军的团长吴履逊介绍郭沫若去拜访了当时在广东掌握军事实权的国民党将领余汉谋。余汉谋因为不是蒋介石的直系，并不介意在这些问题上有些小小的回旋，他对《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表示欢迎，并捐助了二千毫洋（广东的地方货币，当时一毫洋折合国币七角）作为开办费用。同时，郭沫若又通过吴履逊的介绍，“打通了些社会关系，吃蛇肉，吃狗肉，游荔枝湾，逛六榕寺，听广东戏，访疍户船，日子倒也过得着实古怪”，一番操作下，在长寿路找到了报社的办公地址，在官禄路找到了一处宿舍。至此，从“孤岛”撤离出来的《救亡日报》才着实算在广州城扎下根来。
《救亡日报》的复刊有了着落，在广州的林林等人都决定暂时留在广州帮忙编辑，同时发电报到上海，请总编辑夏衍迅速赶来。夏衍等接到电报，由上海经香港到达广州，筹备复刊。郭沫若对夏衍说：“一切听恩来同志指挥。具体事情由你负责。只有一条，我是社长，打官司时可以找我。”途经香港时，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向夏衍发电作了两点指示：一是《救亡日报》必须争取公开合法，因此社内党组织不和当地党组织发生联系。有事由夏衍与十八集团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单线联系。有难以解决的问题，则可以去香港向廖承志或潘汉年同志请示。二是抗战后，有不少在欧洲和美国的党员、爱国人士将回国参加工作，他们经过广州时，夏衍以《救亡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和他们联系。有证明文件或夏衍熟悉的，可以根据他们的希望介绍到大后方或解放区；没有证明文件或不熟悉的，则要他们去香港与廖承志同志联系。当时还处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国共两党的关系还比较好，但周恩来在此时的指示中已经体现了高度的保密意识，可以说，这两条指示，既是《救亡日报》秘密撤离并顺利复刊的指路明灯，又是《救亡日报》在广州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动纲领，更是维系着无数爱国人士的生命线。
“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从周恩来对《救亡日报》保密及统战工作的要求，到以夏衍为首的一批共产党员对日本侦探、朝鲜浪人、国民党等各方势力外松内紧的提防，再到迅速转移干部住址资料、销毁未及送出的报纸，等等，广州南迁前的一系列部署安排，充分体现出自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走出来的我党同志自上而下都有着高度的秘密工作意识和丰富的保密工作经验，这为《救亡日报》的安全撤离奠定了坚实基础。《救亡日报》的孤岛秘密大撤离也成为我党在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背景下筑牢保密防线、保存工作力量、坚持统战工作的一大成功案例，在保密史上竖起一块巍峨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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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1938年1月1日，《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编辑、记者有林林、彭启一、蔡冷枫、郁风、草明、欧阳山等。社址设在广州长寿路（今长寿东路333号），宿舍设在官禄路（今观绿路）。至10月21日，广州沦陷，在此期间，《救亡日报》始终高举救亡大旗，严守保密底线，在华南地区再次铸建起文化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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